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周年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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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被不断翻译，1899—1919年间有 17篇文章涉及《宣言》译

本，1920—2009年间共出现 11个全译本。在这个过程中，《宣言》的翻译经历从日本、苏联、英法

等转译到从德文原初文本直译与研究并重的转变。阅读《宣言》的群体也由清末民初士大夫、传教

士转变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民众也成为阅读和学习《宣言》的重要群体。《宣

言》的不同译本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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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红娟 ( 1983－ )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上海

200241)。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 ( 以下简称 《宣言》 ) 发表 170 周年。《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史、阅

读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 “发光”的历史。自 1899 年 《宣言》被译介到中国，中国人就

开启了不断翻译、阅读《宣言》的新征程。《宣言》的不断被翻译、阅读见证了中国人认识、接受

社会主义的过程，见证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追求理想、坚定信念的历史，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不断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历史。

一、《宣言》汉译本的文本形态: 从只言片语译介到全文系统翻译

1899—1919年间真正关涉《宣言》译文的 17篇文章中，《宣言》翻译大体经历了从只言片语到

纲领提要再到篇章译述的演变。此时，译者对 《宣言》的翻译内容、方式都具有选择性，主要是片

译、摘译和段译。《宣言》被夹杂在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等社会思潮中进行翻译与传播，不同译

者都根据自己的目的对 《宣言》展开阐释。1899 年，《万国公报》连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摘译、

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节译并编译了 《宣言》的主张，但实际上是想表达李提摩太 “安民”的

主张①;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宣言》的翻译传播，主要是为了预防资本主义弊病，正如孙中山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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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 ( 14CKS008) 的阶段性成果。
方红、王克非: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外国语文》2011年第 6期。李提摩太在 1895年出版的《泰

西新史揽要》中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策，此处并不是要客观阐释马克思的主张和学说，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纳入
“安民”策略，作为他宣扬变革的新学说的一部分。



“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①，试图借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论证三民主义之合理性，“马克思的阶级战
争、无产专政”在中国“用不着”②; 1908年，《天义报》摘译了 《宣言》第一章 《资产者与无产
者》，虽然在最后的跋中谈及 《宣言》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入门书，但其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强调阶
级斗争来宣传无政府主义。可见，翻译者自身的主张及其对革命本身的理解，决定了其对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翻译内容的选择和意义建构方向，这都不同程度地将译者自有的思想纳入经典著作的阐

释，经典著作译文本身也反映了译者的思想诉求。因此，在 1920 年以前，译者大都不关心 《宣言》

自身的内在逻辑，相反，还对《宣言》的思想成分进行了各种拆解和组合。可以说，此时中国人所

理解的《宣言》基本上是碎片化的，且为“他者”即改良主义、激进革命、无政府主义等目的而服
务。不同立场的译者译介了 《宣言》，同时也赋予了 《宣言》诸多原本不属于 《宣言》的东西，
《宣言》本身蕴含的真理性一时被遮蔽。

从 1920年陈望道《宣言》汉译本到 1945 年陈瘦石译本，《宣言》汉译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形成了由五个译本构成的系列文本群 ( 见表 1) 。《宣言》翻译经历了从选择性译介到有组织的
系统翻译的转变，《宣言》不再是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等社会思潮的附属品，而是体现阶级性和

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

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分布

出版时间 1920 1930 1938 1943 1945

译者 陈望道 华岗
成仿吾

徐冰
博古 陈瘦石

依据 日文 英文 德文 俄文 英文

出版社 社会主义研究出版社 华兴书局 延安解放社 延安解放社 商务印书馆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会、社会主义研究会、俄

罗斯研究会等纷纷涌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
别，阶级斗争、武装推翻政权的革命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日渐凸显。马克思主义成
为独立的社会思潮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译者和读者从阶级、革命等视角审视和解读 《宣言》

成为可能。

此外，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中国共产党不仅成立人民出版社，

而且建立马列学院编译部、翻译校对委员会等专门从事翻译、出版、发行马列主义著作的机构，促

使《宣言》的翻译出版发行流程化。这就改变了过去 “各自为战”、个人凭兴趣或受委托进行翻译
的状态，改善了翻译条件，促使马列著作翻译向组织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宣言》翻译和传播彻
底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单兵作战”到“集体智慧”“规范操作”的转变。1920—1949 年这期
间产生的五个译本，除了陈望道译本和陈瘦石译本不是中共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外，其他三个均

受党组织委托。华岗是在接受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的情况下翻译了 1888 年恩格斯校阅的 《宣言》英
文版; 成仿吾、徐冰则是在宣传部寻得 《宣言》德文版的情况下接受委托，完成翻译工作的; 博古
是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接受委派，承担根据俄文版对成仿吾、徐冰 《宣言》译本进行校译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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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全集》第 2卷，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 323页。
《孙中山全集》第 9卷，北京: 中华书局，2011年，第 392页。



务。当然，译者在翻译《宣言》时受当时社会环境与思维定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凸显 《宣言》中

革命紧迫性与斗争必要性的价值诉求，毕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是一种单纯的

学术活动，总是和特定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俄文编译局、中央编译局等专门机构，这使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由规范化、组织化向专业化、制度化迈进。从 1949年莫斯科的百周年纪念本到 2009

年中央编译局的最新版本，《宣言》汉译本在 1949年以后形成由六个译本构成的文本群 ( 见表 2) 。

表 2 1949年以后《共产党宣言》汉译本分布

出版时间 1949② 1964 1978 1978 1995 2009

译者 谢唯真 中央编译局 成仿吾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依据 德文 德文 德文 德文 德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

考证版 ( MEGA2) 、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

( 柏林) 和《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英文版 ( 莫斯科、

伦敦、纽约)

出版社 解放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49—1978年间，《宣言》翻译受到俄文本影响较大，译本中带有苏联话语的痕迹，难以完全

彰显《宣言》的学术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MEGA2 历史考证版取代俄文版成为国际主流

版本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价值得以彰显。21世纪以来，学界呼吁 “回到马克

思”，摆脱传统解读框架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教条式解读的需求渐涨，在原初语境中翻译马克思主义

文本的要求愈加迫切。在这个时期，《宣言》的译本不仅更加准确，而且对文本的解读更加客观

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单行本 《宣言》中增加了附录，包括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

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摘编》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共产主义原

理》与《宣言》放在一起，从文本更递与创新的角度展现 《宣言》文本创作过程。而《关于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历史》《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还原了 《宣言》创作的历史语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摘编》则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经典作家对 《宣言》的评价与认识。

这样，《宣言》就不再是刻板、平面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而是鲜活、立体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了。这

种从“过程逻辑”而非“成果逻辑”展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重点凸显了在特定历史境遇中马

克思恩格斯的《宣言》创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

《宣言》进入中国语境从 19世纪末被只言片语地译介到当前动态、立体地展现文本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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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素华: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2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前言第 2页。

对谢唯真译本即莫斯科百周年译本的出版时间学界颇有争议，此处采用王保贤在《〈共产党宣言〉“莫斯科百年版”译本
的几个问题》 ( 《中华读书报》2011年 8月 3日) 一文中的提法，即 1949年 11月以后其在中国出版。因此，本文将其放到 1949年
以后进行分析。



使中国人对《宣言》的认识逐渐祛除了外来语境、社会思潮在文本上所附加的 “意义”，从而能够

客观全面地领会文本的 “原初意义”。

二、《宣言》汉译本的翻译方式: 从转译到翻译研究并重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不断激荡的时代背景下，1899—1919年间，知识精英对 《宣言》的认知

还比较肤浅，采用的翻译方式主要是 “转译”。受历史条件所限，他们对 《宣言》的翻译与阐释出

现了不少失误、误读甚至曲解。

1899—1919年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处于学习和翻译阶段，这个阶段 《宣

言》的译介更侧重于 “使用”，即有用性。而且，译介大多是 “转译”和 “介绍”，受制于日本、

英法、苏联等源语境的影响，解读在内容上侧重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而无论是从日本、苏联

还是西欧进入中国，《宣言》都沉淀着他国文化、政治诉求以及译者在文本中的主观理解和表达。

在《宣言》译介初期，先进知识分子尚未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难以剥离 “他者”而非文本的
“意义转嫁”。这样，《宣言》解读初期，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将其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硬性

嫁接，产生不少误读。

马君武将社会主义置于社会进化论中，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指出 “阶级竞争为

历史之钥”，但认为“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故社会主义者，不惟不与达

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虽谓达氏主义得社会主义而其义乃完，可也”①。1919 年，

“十条纲领”被谭平山、舍我、张闻天等反复地提及和转译，但他们并不完全理解。比如，作为青

年学生的张闻天，把社会问题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人类少，物质多; 第二个时期，人类

渐渐多起来，物质也渐渐不够用了，需要借助于武力迫使劳动; 第三个时期，人类愈繁庶，物质越

发不足; 第四个时期，人口越见增加，物产的生产方法虽比以前进步，然终不及人类增加的快，所

以物质越发不够用了②。这个理论和马尔萨斯的 “两个级数”理论较为相似，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

上人口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种将社会制度带来的贫富分化归结为自然原因的理论显

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相符。

1920—1949年间，译者对《宣言》的理解与认识水平有所提升，翻译方式多采用直译与意译相

结合，《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得以解读和阐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论战与思潮的碰撞中，中国共产党厘定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伪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

开启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认识和理解 《宣言》的新路向。20世纪初，竞相传入中国的社会思潮，除

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③。

这些“主义”常未经仔细审视就从西方引入中国，不少人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相互混淆，导致 1920

年前对《宣言》的解读呈现多元化。然而，20世纪 2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围绕“问题与主义”

之争、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论战，早期的共产党人

肯定了中国要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而非阶级调和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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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译书汇编》1903年 2月。
参见《张闻天文集 1919－1935》第 1卷，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 7－8页。
近五年涉及相关思潮的书主要有: 黄克武: 《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6年; 陈金龙等: 《近代中

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吴雁南等: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 ( 第 1－4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 等等。



此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玄学的论战，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的论战，都促使中国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比如论战中深化对唯物观的认识，“我们相信只

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 ‘唯物的历史观’”①;

肯定阶级斗争的必要性②等等。至此，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确，

《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亦结束了被其他“主义”歪曲、误解或“贴标签”的阶段。

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阐释性作品陆续被翻译，译作与 《宣言》交相呼应，相互支撑

与论证，使人们对《宣言》的理解更加全面、科学。1920 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比较

少，《宣言》的文本理解难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其他文本实现 “互文”。1920 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

文本不断涌现。仅 1920年就产生四种对中国现实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汉译本，即 《宣

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更重要的是，一些阐

释经典著作的作品逐渐被翻译，1920 年还出版了考茨基的 《阶级争斗》、布哈林的 《共产主义
ABC》、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考茨基的 《马克斯资本论解说》等七本著作③。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被介绍与传播，而是开启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征程。中国

共产党人开始研究并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 ( 1924) 、蔡和森的 《社会进化

史》 ( 1924)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 ( 1926) 等著作相继出版，加深了中国人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的认识，对《宣言》的理解更加科学化。

其三，《宣言》文本创作的过程被展现，增强了对 《宣言》理解的准确性。从 《宣言》创作史

角度看， 《宣言》正式文本产生前，恩格斯曾拟定过两个 “草稿”，即 《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与
《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发现以及受到重视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新出三卷的说明中特别强调了该文本的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本卷收入了一九六八

年首次在西德汉堡发现的有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极为重要的文献。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

代表大会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最早文本，反映了 《共产党宣言》

形成过程的最初阶段。”④ 而《共产主义原理》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被翻译。华岗翻译的《马克思

主义的基础》中不仅有《宣言》而且还有《共产主义原理》，当时书中译为 《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

义宣言初稿》，这为该阶段科学理解《宣言》奠定了基础。

此外，就译本本身而言，无论是译本的序言还是附注⑤，都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从陈望道

译本没有序言到华岗译本的 3个序言、到博古译本的 4 个序言、再到谢唯真译本的 7 个序言，译本

呈现出逐渐完善的过程。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除了对 “有产者”“无产者”进行解释外，并没有

更多的解释; 成仿吾、徐冰译本除了还原恩格斯对英文本原有的注释外，还增加了编辑部注、译者

补注等; 而到博古译本，编者自身增加的编者注则高达 17 个，总附注高达 29 个之多。从陈望道译

本的 2个文中附注到博古译本的 29 个附注能够看出，《宣言》的翻译逐渐实现了从单纯翻译传播到

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转变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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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陈独秀文集》第 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483页。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 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 326页。
参见胡为雄: 《1920年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同时传播的七本译著》，《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 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出三卷》，《人民日报》1980年 3月 18日。
文章中所有的附注主要指《宣言》汉译本文中注释和页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宣言》汉译本只有文中注释和

页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宣言》汉译本既有页下注 ( 也就是附注) ，也有文后注 ( 也就是注释) 。



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宣言》译本序言、附注、版本变化趋势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的翻译、出版由以往的“多样分散”的 “自由
行为”上升为“统一集中”的“国家行为”。翻译行为规范化和组织化后，翻译工作集中了全国专
家学者力量，技术层面更加科学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如果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翻译初步显露出从 “翻译”转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趋势，这之后中央编
译局则明确提出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①。此时，《宣言》的翻译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
术，在科学化层面，专家学者对原初术语与对等词、直译与意译、经过时空挤压后文本存在的意义
流失等方面有着深刻认知。在翻译中，他们对翻译的质量和水准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要注重翻译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还要 “尽可能符合中国读者的需要和习惯”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宣言》翻译更加注重通过附注来阐释其内容，不同译本中有 39 至 48 处附注，1964 年后的译
本更是有 33至 45个注释对专有名词、历史事件、社会背景、人物活动等进行说明 ( 见表 3) 。同
时，《宣言》译本尊重原初的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多元表达，也承袭了以往在同一语词加注
释时参照多个原始文本的习惯。例如“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
治的团体”③ 中“公社”一词的附注中就增添了恩格斯在英文版和德文版不同的解释，即恩格斯在
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 ‘第三
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
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以及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了一
个注，即“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
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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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俞可平主编: 《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 20页。
俞可平主编: 《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 10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3页，脚注②。



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宣言》译本的附注、注释统计表

1949. 11 1964 1978 1978 1995 2009

谢唯真 中央编译局 成仿吾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中央编译局

45个附注
48个附注

33个注释

44个附注

38个注释

40个附注

44个注释

39个附注

43个注释

48个附注

45个注释

42处编者注

3处译者注

34处编者注

10 处恩格斯所

加附注

4处其他附注

32处译者注

12处恩格斯注

27处编者注

13处恩格斯注

36 处 编 者 注

( 其中 274 页附

注 3有两个编者

注)

3处其他附注。

45处编者注

3处其他附注

注: 同一词附有不同版本 ( 英文、德文等) 的恩格斯注，本文统一计算为一次附注。

从进入中国语境初期的转译文到 1920年没有序言、没有注释的全译本，再到 2009 年 7 个序言、

附加 48个附注、45个注释的全译本，《宣言》的文本形态越来越丰富。不同的《宣言》译本见证了

中国人对《宣言》解读不断深化的过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解读多是从其他主义和思想中来管窥
《宣言》，《宣言》难免被曲解。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深入，其对 《宣言》的认识

与解读更加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宣言》文本语言更加“中国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宣言》的重新翻译、传播与阅读还担负起塑造民众思想价值理念的重任，科学、准确、

可读性等成为衡量译本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

三、《宣言》汉译本阅读群体: 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

《宣言》经历片译、段译、摘译到全文翻译，其传播对象实现了从最初的知识精英到中共党员

干部再到普通民众的扩展。

1899—1919年间西方理论的引介与传播大体经历了以士大夫、传教士、知识精英为传播主体的

变迁。以往先进的理论书籍主要以文言文为主，没有受过系统训练的读者很难读懂。一些杂志如
《新青年》《国民》等多以长篇大论的文言文为主，只适合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阅读。文言文常

常大量引经据典，而这些典据的理解往往需要一定的知识积淀，导致文本传播大大受限。不过，当

中国社会为迎合西学强国需要，用易学易懂的汉语来学习和阐释科学知识，培养新时代的 “国民”

之后，不少杂志期刊改变以往用典雅的文言文来撰写文章的方式，转向了白话文。“五四”运动以

后，短篇白话文的论述日渐增多，受众群体日渐扩大; 发行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而且期

刊发行出版风格也转向平民百姓。期刊形式上，在发行周期短、传播速度快方面以周刊、旬刊为主;

在传播力度大、刊数多方面，以报纸为主，如《每周评论》 《星期评论》 《湘江评论》等①。这样，

不少关乎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评论就能较快传播到普通民众中去。 《宣言》的片译文就刊登在
《每周评论》上，《湘江评论》也出现对《宣言》的间接性转译，《宣言》的文风自然实现了从文言

文转变为白话文。不过，就《宣言》传播范围来看，《宣言》的传播与使用主要集中在中国知识分

子群体中，其传播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并没有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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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9年间，《宣言》传播日渐广泛，阅读和传播的主体由社会知识精英拓展至中共党员
干部，传播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地区，如瑞金、延安等。主要原因是: 其一，自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组织重视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大大推动了 《宣言》的传播。在民主革命
时期，党中央设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机构，如中央出版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
译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等。而且，中国共产党特别注
重马列学说在工人、农民等不同群体间的传播。对于团中央的刊物 《中国青年》，党组织就特别注
重根据青年人的特点、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马列著作的宣传，该刊刊登的 《一个马克思学
说的书目》中就曾对陈望道的《宣言》译本进行过简介①。

其二，中国共产党学习制度的确立与规范大大提升了 《宣言》在党内的阅读率。随着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政治学习制度的完善，共产党的干部成为阅读 《宣言》的主要群体。1944 年 3 月 5 日，

中央指定阅读《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五本理论书”，以配合整风运动。从博
古译本的文本形态来说，此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阅读群体主要还是集中在干部层面，不少译本

上印有“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的课本”“干部读本”“干部学习丛书”“干部高级读物”“中级党校教
材”等。

其三，白话文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大大扩展了 《宣言》在中国传播的范围。陈望道译本与民
鸣译文的文言文相比，已经彰显出白话文、口语化的特点，华岗译本、成徐译本、博古译本在语言
风格和表达方面则更加通俗化 ( 见表 4) ，语言的通俗化无疑大大扩展了 《宣言》的传播范围。此
外，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杂志宣传也进一步扩大了 《宣言》的影响，例如曾在苏区发行的 《红色
中华》《斗争》等报刊上刊登《宣言》的征订广告②。

表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宣言》译本首句译文与民鸣译本的比较

民鸣译文

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昔欧洲之有权利者，欲施禁止之策，乃加入神圣

同盟。若罗马法皇、若俄皇、若梅特湼 ( 奥相) Metternich、若额佐 Guizot、若法国急进党、若德

国侦探。

陈望道译本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加

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湼，基佐 ( Guizot) 法国急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

里面。

华岗译本

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的列强为要驱除这怪物，乃结成一

个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湼，基佐 ( Guizot) ，法国急进党，德国政治警探，都加

入在这里面。

成徐译本
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为了根绝它，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

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教皇与沙皇，梅特湼与基佐，法国的急进派与德国的警探们。

博古译本
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躑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了，为着神圣

地驱除这个幽灵: 教皇与沙皇，梅特湼与基佐，法国的急进派与德国的警探们。

陈瘦石译本
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旧欧洲的全部实力为要驱除这个精灵，已经结成一

个神圣同盟: 教皇和沙皇，梅特湼和基佐 ( Guizot) ，法国的急进党和德国的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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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宣言》的版本和传播地来看，不同 《宣言》译本的版本由 2 个到 67 个不等，总体
上呈现版本日渐增多的趋势 ( 见图 1) 。尤其是新华书店成立后，党中央曾根据解放社样本大量重印
《宣言》，发行多个《宣言》版本，促进其传播。“《共产党宣言》就有东北新华、华北新华、太岳
新华、胶东新华、晋察冀新华书店、冀鲁豫新华书店、中原新华、皖北新华、太行新华和华东新华
等版本。在东北新华的版本中，又有大连—东北新华或长春—东北新华等不同版本。”① 另外，从出
版地来看，《宣言》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断向冀鲁豫、华东、华中
拓展 ( 见表 5) 。陈瘦石译本虽然比较简单没有序言、没有附注，只有两个版本，但它打破了国民党
在国统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红色书籍的封锁，使《宣言》得以在国统区传播。

表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宣言》译本出版地统计表

《宣言》译本 出版地

陈望道译本 延安、武汉、上海和广州

华岗译本 上海、武汉、瑞金

成徐译本 延安、山西、冀鲁豫、江苏淮安、上海、武汉、香港

博古译本 西北、延安、华北、东北、天津、大连、冀鲁豫、华东、华中、上海

陈瘦石译本 国统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该阶段《宣言》的阅读主体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不少社会精英亦对 《宣
言》有所关注。五四运动前后 “讨论马克斯的学说或他种社会主义差不多已经变为一种时髦的标
志”②，《宣言》在有影响的书局、进步的报刊、社团以及非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知识精英间时有传播。

比如，1922年天津的革命青年就曾组织过 “马氏学会”，“马氏通信图书馆”专门借阅中文、日文、

英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其中陈望道的《宣言》译本就在书单中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宣言》是学习的重
要文本之一。《宣言》的传播范围拓展至全国各地，阅读对象由高级干部、党员扩展至普通民众。
《宣言》成为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重要文本，“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
底共出版三十三种。其中由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的，共三十种，合计三百十三万七千册。这
些书籍中印数最多的是 ‘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
过程中的作用’等”④。党政干部依然是学习 《宣言》的主体。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
定》《全面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决定》《中央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
指示》等对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时间、学习制度、学习章程和制度进行了具体安
排。文件还要求“高级干部在职自修五门课程原则上一年学完一门”⑤。在不同的时期，凡涉及党政
干部马列经典著作学习的书籍中，《宣言》基本上是必学书目。1963 年，为高级干部制定的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阅读目录 “三十本书”，马恩经典著作共十一本，其中第一本即为 《宣言》; 1964 年，

高级干部学习三十二本大字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 《宣言》在内的马恩经典著作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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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赖钦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百年》，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 222页。
〔德〕马克思: 《价值价格及利润》，李季译，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 265页。
《纪念伟大马克思的诞辰 各大城市热烈进行讲演、展览、出版等活动》，《人民日报》1953年 5月 5日。
《干部教育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第 771页。



本; 1970年，党内外干部和群众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含 《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六本
马恩经典著作。此外，1971年全国范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宣
言》和毛泽东的论著放在一起成为重点阅读和学习书目。

当然，此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和阅读的对象不再只限于党政干部而是扩展至青年团员、

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党外积极分子、学界知识分子等。对于普通工人而言，每个单位还专门配有
学习辅导员，针对文化水平低的老工人通过 “逐字逐句念”“一句一句解读”的方式开展。学习毛
泽东著作、马列经典燃起全国人民的热情， 《宣言》的阅读也扩展至各个行业，甚至连农村妇女、

锻压机床厂工人、普通的邮递员都阅读过。

学校是系统传播与学习《宣言》的重要阵地，普通知识分子亦是阅读和学习 《宣言》的群体之
一。其一，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和 《宣言》研究课。1957 年 11 月，中宣部在党校和知识分子中
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中还制定了课程的阅读目录，其中
包含《宣言》中《资产者和无产者》第一章的内容。在一些重点学校还专门开设了 《宣言》的研究
课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京大学在进行课程改
革时增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及共产党宣言
和联共党史等新的课程”①。其二，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参考读物专门解读 《宣言》。1958 年中
国青年出版社为了配合 “全国各地广大的机关干部，工矿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小学教员和青
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出版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介绍”的参考读物，其中
就有熊复等专家关于《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二十五篇经典著作的专论②。此外，全国掀起了学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各级学校、机关、工厂都开展了相关的活动③，而且不少地方也出现
多个学习小组，对《宣言》进行集中学习并开展交流学习体会的活动。

总之，1899—1919年间，《宣言》的阅读对象主要是知识精英，文言文的写作文体决定了普通
民众难以真正接触、读懂和理解《宣言》。1920—1949年间，《宣言》是中共党员提高自身马克思主
义素养的重要读物，其主要阅读对象是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宣言》真正开启了
大众化的历程，普通民众成为《宣言》的重要阅读群体。《宣言》在民众的阅读中发挥着形塑信仰，

坚定他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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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rx and Engels’Communism

Yang Junling and Wu Qiantao

In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communism is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system，a real social
movement in human history，and pursuit of a sublime and eternal valu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ci-
entific connotation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its“logical system，”“historical movement”and“val-
ue pursuit，”while demonstrating the communist prospect as depicted by Marx and Engels in an all－a-
round and three－dimensional way． Thi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us in
establishing firm belief in communism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 recognition of the scientific theory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history．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Chen Hongjua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has been translated in China for many times． From 1899 to 1919，there
were 17 articles that involve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and from 1920 to 2009，there were 11 trans-
lations of the entire work． The translation was first from Japanese，Ｒussian，English and French into
Chinese，before it was finall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text in German accompanied with equal atten-
tion to the study of its text． The readers included literati，officialdom and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Ｒepublic of China，and then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PＲC) ，the ordinary citizens became the main
body reading and studying it．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itnesses the history
in which CPC members pursuing their ideal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conviction sedulously with the
change of time，as well as the history in which CPC members keeps improving and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in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tenet of Marxism．

The Chinese Scheme of Global Governance Ｒeform
Li Dan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the rise of th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demand a reform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global system highlight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 governance
program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along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experiences，call for the Chinese plan． Xi Jinping advocates that China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hinese plan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
ance． Specifically，on the subject of governance， the Chinese scheme emphasizes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opposes all forms of hegemony and power politics; regarding the mode of governance，it proposes
joint building on the basis of clear system and rules while opposing unfair and unreasonable arrange-
ments; in terms of the governance platform，it advocates complementing and perfecting the old system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chanisms; about the way of governance，it suggests increas-
ing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voi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for the goal of governance，it foc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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